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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纪律模型的起源、发展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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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逐渐高企,失业已成为当前各

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在不同类型的失业相互叠加的情况下,侧重于

工资刚性的效率工资理论难以对持续存在的失业问题做出全面的解释,而基于

劳动过程视角的劳动纪律模型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分析框架。本文系统地整

合了劳动纪律模型,在追溯其思想起源的基础上归纳出能够刻画一般雇佣关系

的劳动榨取函数,并分别从新古典主义学派、激进主义学派和卡莱斯基主义学

派的角度展示了不同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能够

对同时存在的不同类型失业给出合理的解释,为研究当前复杂的失业问题提

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有望引领劳动纪律模型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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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2014年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中高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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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增速放缓、失业率逐渐上扬。2020年暴发的新

冠疫情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2024年,全球失业率增至近30年

来的峰值,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就业增收压力加大。与此同时,职
工的平均工资逐年上涨,从2014年到2023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5.5%,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

4.5%。一方面是实际工资逐年上涨,另一方面是失业率逐渐上扬,工资与失业

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杨金阳等,2014;张丹丹等,2018;张琼等,

2024)。

在经济理论史上,工资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失业却是一个晚近的现象。自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失业才作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进入经济学研究

的视野。新古典学者普遍将工资刚性视为非自愿性失业的主要原因,然而,对
于工资为什么会存在刚性却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效率工资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工资与劳动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得到人

们的认同,由工资刚性引起的失业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Akerlof
 

and
 

Yellen,

1986;
 

Shapiro
 

and
 

Stiglitz,1984)。不过,效率工资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由不完

全劳动合同所产生的激励问题,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劳动过程中普遍存在严格的

监督和利益冲突。针对这一缺陷,Marglin(1974)、Bowles(1985)、Gintis
 

and
 

Gintis(1976)、Schor
 

and
 

Bowles(1987)等学者将阶级斗争引入劳动过程理论,

构建了解释均衡失业问题的劳动纪律模型。与效率工资理论相比,劳动纪律模

型既重视劳动过程中的激励因素,也没有忽视监督和惩罚的作用,为资本主义

工资和失业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也认识

到劳动纪律模型的理论价值,并尝试将其纳入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

(卢荻等,2022;徐春华,2025)。然而,国内学者对劳动纪律模型的评介和应用

主要集中在劳动强度领域,还没有展开对失业问题的深入探讨,这就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该模型的发展和完善。在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劳动过程中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日渐普遍,技术性失业、凯恩斯失业、古典失业

相互叠加的情况下,用劳动纪律模型来分析、解释复杂的失业问题就显得尤

为迫切。

基于此,本文对劳动纪律模型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追溯其思想起源,然
后从劳动过程出发阐明维持劳动纪律的基本要件———劳动榨取函数。其次,从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激进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详细展示不同闭合模型的基本结

构。最后,针对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不足,从卡莱斯基主义

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能够对同时存在的不同类型失业给出合理解释的劳动纪

律模型。通过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详细阐述不同劳动纪律模型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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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厘清建模思路的同时也构建了分析当前复杂失业问题的卡莱斯基主义

劳动纪律模型,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劳动纪律模型的中国化、时代化创

新发展。

二、
 

劳动纪律模型的思想起源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需要依靠特定手段来维持劳动纪律的观点起源于马克

思,随后,韦伯和卡莱斯基分别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详细考察了

资本家为了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而对工人进行的严格监督,指明了资本

家及其代理人的监督、管理活动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在

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三

个阶段系统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阐明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由

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的演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体系具有维持劳

动纪律的重要意义。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指出产业后备

军的存在是迫使劳动者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

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

(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p.742)。因此,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积累过程

的系统考察,马克思已经明确了资本家的监督、机器体系和产业后备军都是维

持劳动纪律的必要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逐

渐高涨,工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呼声日益强烈,《工厂法》和《最低工资法》先
后得以施行。1896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开始颁布适用于制鞋业、烘焙业、

服装业、家具制造业的最低工资法,随后其适用范围日渐扩展,几乎涵盖了所有

工业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定最低工资必将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侵蚀

企业利润,进而对生产率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在《最

低工资法》实施以后,从1896年到1912年,维多利亚州所有工业部门的劳动生

产率大幅度提高,总体就业人数增加超过一倍。对于这一与当时主流经济学教

义相矛盾的现象,英国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西德尼·韦伯首次从

理论上进行了解释(Webb,1912)。韦伯认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

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在企业层面,更高的工资起到了筛选的作

用,使企业能够在众多劳动者中选择生产率更高的工人;第二,在工人层面,更
高的工资意味着企业需求更高质量的劳动者,工人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品行、

技术和教育水平,以便适应企业需求的变化;第三,在产业层面,更高的工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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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生产成本,使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一批企业退出市场,进而提高了

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可以发现,韦伯意识到了劳动力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

题,他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正向关系的解释已经具有了效率工资理论的雏

形。不仅如此,韦伯甚至预见了逆向选择模型的缺陷。效率工资的逆向选择模

型假定企业无法在雇用工人后识别其工作努力程度或无法开除劳动生产率低

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失业并不构成规制劳动努力程度的手段。对于如何使已经

被筛选的高质量工人保持较高的努力程度并避免偷懒,逆向选择模型没有给出

解释。针对这一问题,韦伯指出,能够替代工人的新发明和新机器充当了维持

劳动纪律的手段,在很多情况下,虽然由于成本原因新机器还无法投入使用,但

新机器已经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工人努力工作,维持较好的纪律。与逆向选

择模型相比,韦伯更清楚地认识到劳动纪律的维持不仅需要“胡萝卜”(高工资)

还需要“大棒”(监督和惩罚)。尽管韦伯对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正向关系的

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对失业的解释却存在明显缺陷。韦伯的解释隐含

假定了萨伊定律的存在,因此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那些因为自身劳动生产率

较低而无法被雇用的工人甚至不能被算作失业者,应当被称为不宜被雇用的

人,对于这些人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其生活能够维持下去。韦伯对失业

的认识与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因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非自愿

性失业问题。

针对古典失业理论的缺陷,波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在《充分就业的政治方

面》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政治经济周期”的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普遍

存在的非自愿性失业问题(Kalecki,1943)。卡莱斯基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大企

业而言,失业是维持劳动纪律的重要手段,因此,资本家不会允许长期充分就业

的情况出现。在衰退时期,资本家出于摆脱危机的考虑会赞同政府扩大支出、

增加就业的政策;在繁荣时期,资本家出于维持劳动纪律的考虑会反对政府维

持充分就业的政策。于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维持充分就业的政策只能使衰

退期相对缓和却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非自愿性失业在资本主义社会将长

期存在,充分就业即便在经济繁荣期也很难实现。与韦伯相比,卡莱斯基清楚

地认识到失业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痼疾”,并明确将解雇和失业当作维持劳

动纪律的手段。不过,对于是否还存在其他能够维持劳动纪律的手段,卡莱斯

基却并未提及。

马克思、韦伯和卡莱斯基对劳动纪律与失业关系的认识为非自愿性失业的

研究提供了思想启迪。后续研究主要包括两条研究进路:第一条研究进路主要

受韦伯的影响,从不完全劳动合同出发,以效率工资为主线,认为工资刚性(或

黏性)是非自愿性失业产生的原因;第二条研究进路主要受马克思和卡莱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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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从劳动过程出发,以劳动纪律为主线,认为劳资利益冲突是非自愿性失

业产生的原因。由鲍尔斯、金迪斯、布瓦耶等学者开拓的第二条研究进路被称

为“劳动纪律模型”,不仅囊括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有关效率工资的基本思想,

还从监督和激励两个层面提供了对劳动过程更全面的认识。

三、
 

劳动纪律模型的基本方程:
 

劳动榨取函数

劳动纪律模型旨在解释工作努力程度不可观测情况下的均衡工资及失业

问题(Bowles,2004)。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在工作努力程度可被观测的

情况下,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中有关劳动投入的自变量是一致的。根据给定的

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通过求解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就可以得到劳动

需求函数,劳动需求函数与既定的劳动供给函数共同决定均衡工资及失业水

平。但是,在工作努力程度不可被观测的情况下,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中有关

劳动投入的自变量存在差异。成本函数中有关劳动投入的自变量是可观测的

劳动时间或劳动者数量,而生产函数中有关劳动投入的自变量是不可直接观测

的劳动努力程度(劳动强度),两者并不相等。因此,为了求得努力需求函数和

努力供给函数,必须额外添加一个方程来建立可观测的劳动投入成本与不可观

测的劳动努力程度之间的联系。在劳动纪律模型中,这个方程被称为劳动榨取

函数(Bowles
 

and
 

Halliday,2022)。与反映技术性关系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

相比,劳动榨取函数刻画了生产过程中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构成劳动纪律

模型的基本方程。

假定由于团队生产或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随机干扰因素(如天气、人际

关系、卫生防控),单个劳动者在特定时间内的努力程度不可被观测。在特定的

工资水平下,劳动者有“卸责”,即降低工作努力程度的动机(Alchian
 

and
 

Demsetz,1972)。为了确保劳动者付出可以被接受的努力程度,雇主必须对劳

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通过制定相应的劳动榨取策略从劳动力中“榨取”劳

动,“胡萝卜”(工资)加“大棒”(解雇)是常用的策略组合。由于劳资双方存在根

本的利益冲突,在任何劳动榨取策略中,“大棒”的惩罚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

而为了使惩罚对雇员有足够的威慑力和信服力,又必须制定合适的监督策略。

监督策略由人为监督和技术监督两部分构成,人为监督是雇主或其代理人对雇

员的劳动努力程度进行监督,技术监督是通过监控设备、机器定速、智能算法等

技术手段对雇员的劳动努力程度进行监督(Weisskopf
 

et
 

al.,1983;
 

Zuboff,

2022)。监督策略通常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设备水平,在监督成本既定的情况

下,雇主还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来激励员工提高努力程度。因此,工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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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满足上述假定的劳动榨取函数可以表示为

e=e(w,m,k;z) (1)

其中e代表每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的努力程度,w 代表实际工资水平,m 代表

人为监督水平、k代表技术监督水平、z 代表影响劳动努力程度的其他因素,

假定其取值为正且与劳动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人为监督水平m、技术监

督水平k、实际工资水平w 对劳动努力程度e的边际影响em、ek、ew 都是正

的。由于既定时间内劳动者可以支出的体力和脑力都存在极限,工资对劳动

努力程度的边际影响ew 就会随工资逐渐增加而递减,于是有eww<0。因此,

劳动努力程度是工资变量的递增凹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

平与劳动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m0、k0、z0 表示m、k、z 均为给定

的常数。

劳动榨取函数展现了工资与劳动努力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由于不同经济

学流派的学者普遍认同这种正向关系,劳动榨取函数便具有了一般性,构成了

劳动纪律模型的基本方程。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上,通过添加不同的生产函数、

成本函数和约束条件,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学者构建了各具解释力和适用性的劳

动纪律模型(见图1)。

图1 工资水平与工作努力程度的关系

四、
 

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

遵循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传统的学者通过引入个体效用函数和新古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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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构建劳动纪律模型,不仅为劳动榨取函数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从工资刚性

的角度解释了均衡失业的存在性和稳定性问题(Bulow
 

and
 

Summers,1986;
 

Gintis
 

and
 

Ishikawa,1987;
 

Bowles
 

and
 

Gintis,1988,1990;Fairris,2004)。

(一)
 

劳动榨取函数的微观基础

假定每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的努力程度e取值在[0,1]之间,雇主制定的

监督策略是对每个工人的单位劳动时间支付m 的人为监督成本(为简化起见,
暂时假定k=0)。雇主完全了解工人的最优努力反应函数e(w,m;z),z 为工

人被解雇后所有退路带来的总效用,取决于失业后的收入b(如失业津贴、家庭

援助、社会救助)、闲暇的效用以及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a。在劳动合同签订的

每个时期初,雇主宣布监督策略、劳动合同结束时的终止概率t(e,m)∈[0,1]
以及单位时间的工资率w。终止概率取决于工人的努力程度和人为监督成本,
工人努力程度增加能够降低终止概率(te<0),人为监督成本增加能够提高终止

概率(tm>0)。在每一时期末,工人得到工资支付,雇主以t(e,m)的概率决定

终止劳动合同还是续签新合同。如果工人被解雇,他将只能获得z 的总效用并

被失业大军中另一个完全相同的工人所取代(Bowles
 

et
 

al.,2017)。
工人单期的效用函数为u=u(w,e),uw≥0,ue≤0,该效用函数具有冯诺

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特征。工人是风险中性的,其时际偏好率为i。假

定工人可以生存无限期,其终生效用的现值可用递归的形式表示为

v=(1+i)-1 u w,e  + 1-te,m    v+te,m  z  (2)
整理后有

v=
u w,e  -iz
i+t(e,m)+z (3)

  该公式表明工作带来的总效用现值应当等于雇佣租金加上工人的退路现

值。工人为了解决终生效用的现值最大化问题将选择e使ve=0,于是有

ue =te(v-z) (4)

  工人选择的最优努力程度将使努力的边际收益(努力减少被解雇的损失)
等于边际成本(努力带来的负效用)。

工人的效用函数及最优反应函数如图2所示。工人终生效用的现值v 相

对于纵坐标呈U形,距离纵坐标越远效用值越大。效用函数的形状反映了工人

对于e和w 的权衡取舍。当工人的努力程度已经很高时,略微降低努力程度对

终止概率的影响很小,但会提高每一时期的效用水平,因此终生效用将增加,这
时为了保持效用水平不变就需要略微降低工资。当工人的努力程度降低到一

定水平时,如果继续降低会对终止概率产生明显影响,但每一时期提高的效用

水平有限,终生效用将下降,这时为了保持效用水平不变就需要提高工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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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人的效用函数及最优反应函数

用函数与既定工资水平的切点就是工人选择的最优努力程度,此时方程(4)的
条件得以满足。将所有无差异曲线最左端的点连接起来的轨迹就是既定监督

策略下工人的最优反应函数,即劳动榨取函数。

(二)
 

均衡失业率的存在性及稳定性

假定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y(he), y'>0,y″<0 (5)
其中h 为企业雇佣的所有工人的总劳动时间,在每个工人工作时间相同且不变

的情况下,h 也代表了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在已知工人最优反应函数的情况

下,雇主选择w、m、h 以最大化其利润

π=yhe w,m;z    - w+m  h (6)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πh =y'e- w+m  =0 (7)

πw =y'hew -h=0 (8)

πm =y'hem -h=0 (9)
方程(8)和方程(9)表明利润最大化要求

ew =em =
e

(w+m)
(10)

  即增加一单位监督支出和工资支出使工人付出的边际努力程度与平均努

力程度相等,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中确定最低效率工资的“索洛条件”(Solow,

1979)。在w、m、e的最优值都确定的情况下,方程(7)决定了代表性企业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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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数量。

上述代表性企业的最优决策是在给定z的情况下做出的,当大量企业能够

自由进出市场时,z本身是由企业之间的竞争决定的。

由于企业和劳动者被假定为同质的,失业工人再找到工作后获得的总效

用应当与v一致。因此,工人被解雇后所有退路带来的总效用z 就可以表

示为

z=(1+i)-1 ub,0  +av+ 1-a  z  =i+a  -1(ub,0  +av)
(11)

  z对a 求导可以发现,只要(v-z)>0,dz/da>0就成立,失业工人重新找

到工作的概率a 提高将增加退路带来的总效用z。由图2可以看出,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z增加将使工人的最优反应曲线向右移动,这会导致单位努

力成本(w+m)/e上升,从而降低企业利润。失业工人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a
通常受到总体失业率l的影响并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有

a=al  , a'<0 (12)

  方程(12)与dz/da>0结合有

dz/dl<0 (13)

  失业率上升将使退路带来的总效用降低,单位努力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企

业的利润。在竞争的作用下,代表性企业正的利润将吸引更多边际企业进入市

场,从而降低失业率,失业率的降低使单位努力成本上升,反过来又减少了代表

性企业的利润。因此,一般竞争性均衡的结果将是代表性企业的利润为0,由此

确定失业率l*和退路带来的总效用z*。

l*是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因此,劳动力市场在均衡状态是非出清

的,非自愿性失业总是存在。失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使劳动努力成本最小化的工

资w*高于使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工资wm(等于b),w* 对于雇主是最优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业工人主动降低工资报价雇主也不会雇佣更多工人,因
为更低的工资必然降低工人的努力程度,进而提高单位努力的成本并降低企业

利润。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中,这种工资刚性导致的失业只有通过降低监

督成本或失业津贴才可能减少(Yellen,
 

1984)。此外,根据方程(7),从新古典

生产函数中导出的劳动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这就保证了均衡失业率是

稳定的,尽管外生扰动因素可能使失业率暂时偏离均衡失业率,但长期失业率

必定向均衡失业率收敛。

(三)
 

对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评价

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将监督和激励同时引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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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在分析雇主和雇员各自最优决策的基础上,运用单位努力成本最小化

规则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刚性和均衡失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一般均衡状态下劳动力市场不出清的问题,是对效率工资理论的进一步发

展。然而,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在发展效率工资理论的同时仍遗留了该理

论的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劳动需求曲线的形状是不确定的。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中均衡

失业的原因、存在性和稳定性都依赖于向右下方倾斜的总劳动需求曲线,但事

实上这种劳动需求曲线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中缺乏理论依据(Eatwell,1983)。总

劳动需求曲线反映的是当其他市场都处于均衡时实际工资与总就业水平之间

的关系,当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递减时,由新古典生产函数能够推得递减的劳

动需求曲线。然而,由于异质性资本在耐久性、替代性、互补性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新 古 典 经 济 学 始 终 未 能 解 决 资 本 如 何 界 定、衡 量 和 加 总 的 难 题

(Robinson,1975)。如果其他市场特别是资本品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总劳动

需求曲线就可能呈现任何形状。实际上,大量经验研究证实就业总量和实际工

资是同向变动的,尽管就业总量的变动比例不如实际工资的变动比例明显

(Dunlop,1938;
 

Tarshis,1938;
 

Brandolini,1995)。一旦劳动需求曲线不再向右

下方倾斜,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对非自愿失业的解释以及均衡失业的存在

性和稳定性都将遭受挑战。

其二,均衡失业并不是非自愿性的。在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中,由于

存在工资刚性,现行工资持续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状态的工资。因此,失业者

有动机通过略微降低工资报价寻找工作机会,但雇主出于维持既定努力程度的

考虑不同意失业者降低工资的请求,于是失业就是非自愿性的。然而,就业与

失业之间的二元选择掩盖了均衡失业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画出工人的努力供

给曲线就会发现均衡失业并不是非自愿性的(Petri,2021)。图3是根据图2绘

制的努力供给曲线,其横轴为工人意愿供给的努力程度,纵轴为单位努力的成

本。单位努力成本大于(w*+m)/e*时,对应于该努力成本的努力程度有高和

低两种选择;单位努力成本等于(w*+m)/e* 时,工人选择唯一的努力程度

e*;单位努力成本小于(w*+m)/e*时,工人选择不工作。雇主出于努力成本

最小化目的选择的工资支付w*也是工人能够提供e*努力程度的“底线”工资。

在必须付出该努力程度的前提下,是工人自己拒绝降低工资。因此,由工资刚

性产生的均衡失业是自愿性的,并不是非自愿性的。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中,效
率工资理论和劳动纪律模型推得的均衡失业本质上都是自愿性失业,现实存在

的大量非自愿性失业仍然无法在模型中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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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努力供给曲线

五、
 

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

与侧重稳定均衡分析的新古典主义学者不同,激进主义学者对雇佣关系的

研究更强调制度性因素,他们认为失业的稳定和不稳定均衡状态取决于特定的

就业体制。激进主义学者摒弃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将利润挤压机制

引入劳动过程,构建了同时包含工资导向型和利润导向型就业体制的劳动纪律

模型(Bowles
 

and
 

Boyer,1988)。

(一)
 

劳动榨取函数的微观基础

激进主义学者以阶级对立为出发点,从劳资集体议价的角度为劳动榨取函

数提供微观基础。假设在劳动合同签订前,雇主宣布工资率为w,工会和雇主

围绕劳动强度进行集体议价。雇主和工会商定某个双方都认可的标准努力程

度e,实际努力程度通过工会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来保证,当工人的实际努力程

度低于e时一定会被解雇,高于或等于e时则没有被解雇的危险。因此,面对

既定的工资率w,一个代表性工人付出标准努力程度e,雇主则节省人为监督成

本m 和技术监督成本k。对于工人而言,实际努力程度取决于解雇可能造成的

经济损失wc,wc 是当前工资收入w 与工人被解雇后获得的预期收入之差,后
者由失业后再找到工作的概率a、再就业的预期收入wu 以及失业津贴b决定。

wc 可表示为

wc =w-[awu + 1-a  b]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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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解雇造成的经济损失wc 越大,意味着罢工、怠工、旷工等非生产性活动

的成本越高,工人就有动力付出更高的努力程度(Naples,1986)。但工人单位

时间内可以支出的体力和脑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实际努力程度e与被解雇的

经济损失wc 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

e=e wc  ; e'>0,e″<0,e0  =e (15)

其中e为解雇的经济损失为0时工人自愿付出的努力程度,此时w=w,因此

w=awu + 1-a  b (16)

  工人的努力程度与wc 的关系如图4所示。e wc  就是劳动榨取函数,与
图1和图2不同的是,图4中劳动榨取函数的自变量是wc 而非w。不过,当w
为外生给定的常量时,劳动榨取函数中的自变量很容易转化为w。对于雇主支

付的任何工资水平(w≥w),工会根据劳动榨取函数给出对标准努力程度的

报价。

图4 工人的努力程度与失业损失之间的关系

(二)均衡失业率的存在性及稳定性

假定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y(L)=qeh (17)

其中y 为每时期的产出水平,L 为企业雇佣所有工人的总努力程度,h 为所有

工人的总劳动时间,e为劳动强度,q为单位努力程度的产出量。
代表性企业选择h 和w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将企业的资本存量标准

化为1,利润量就等于利润率。企业利润可以表示为

π= qe-w  h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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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企业的生产受到市场需求量Qd 的限制,则利润方程转变为

π=(1-w/qe)Qd (19)

令w/e=c(单位努力程度的成本),方程(19)就被表示为

π=(1-c/q)Qd (20)

  方程(20)中q 和Qd 都是给定的,因此利润最大化就等同于c最小化。雇

主根据劳动榨取函数选择使c最小化的w,于是工资带来的边际努力程度必定

和平均努力程度相等

ew -e/w=0 (21)

ew 为e对w 的导数,由方程(15)得

ew =(e')(dwc/dw) (22)

  由于wc=w-w,w 在企业看来是外生的,dwc/dw 等于1,方程(21)简
化为

e'=e/w (23)

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选择的最优工资w0 可以表示为

w0=e w  /e'(w) (24)

  假定失业后再找到工作的概率a 等于就业率(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关

键假设),将最优工资w0 分别对a 和b求偏导可以发现

dw0/da>0, dw0/db>0 (25)

因此,就业率和失业津贴的提高都能使企业支付的最优工资增加(Rebitzer,

1987)。

由于劳动力是同质的,失业工人到其他企业再就业的预期收入wu 应当与

w 相等。这时方程(14)就可以表示为

wc =(1-a)(w-b) (26)

  市场上存在多个企业时,就业率上升对市场最优工资的影响大于对代表性

企业的影响。就业率上升不仅提高本企业的工资支付,也通过增加再就业预期

收入提高其他企业的工资,其他企业工资的提升又反过来进一步抬高本企业的

工资,于是形成了工资上升螺旋(Marglin
 

and
 

Schor,1990)。就业率上升对市

场最优工资w*的影响可表示为

dw*/da=(dw0/da)1-(dw/dwu)(dw0/dw)  -1 (27)

  大括号中的表达式为就业增加通过工资上升螺旋对市场最优工资产生的

间接影响,即工资膨胀乘数。当 dw/dwu)(dw0/dw  =1时,工资膨胀乘数将

变为无穷大,此时的就业率alim<1。这就意味着,就业率的持续提高可能推动

市场最优工资无限上升。方程(18)左右两边都除以劳动供给总量L(外生给

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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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L =π/L= qe-w  a (28)
将πL 对a 求导有

dπL/da=eq-w-ae'q(w-b) (29)

  随着就业率的提高,利润率先增加后下降。当就业率接近alim 时,无限上

涨的工资足以侵蚀掉企业的所有利润,这就是高就业率的利润挤压效应。因

此,均衡状态一定伴随着失业。由于wc>0,该均衡失业是“非自愿性”的。
一般均衡首先要求产品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总需求(已通过L 进

行标准化)由就业工人的消费wa,失业工人的津贴(1-a)b,外生给定的企业投

资ie 以及自主性政府支出g 四部分组成。产品市场均衡时有

qea=wa+ 1-a  b+ie +g (30)
将劳动需求写成隐函数形式有

a= wa+ 1-a  b+ie +g  /qe (31)
对方程(31)求全微分后整理得

da*/dw=
1-qe'(1-a)  a

qe-w+b-qae'(w-b)
(32)

  方程(32)的分子为正,因此,劳动需求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分母的符号,而分

母的符号又由一系列变量和参数的取值决定。当劳动强度效应e'较小,就业率

a较低并且失业津贴b较大时,分母是正的,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时

就业体制具有工资导向的特征,就业率随工资上升而提高。反之,当劳动强度

效应e'较大,就业率较高并且失业津贴b较小时,分母是负的,劳动需求曲线向

右下方倾斜,这时就业体制具有利润导向的特征,就业率随工资上升而下降。
在产品市场的供求相等的情况下,一般均衡还要求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

状态

w* a  =w* =qe* -(ie +g)/a* -b(1-a*)/a* (33)

  方程(33)所决定的一般均衡工资率和失业率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图5中,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需求曲线a*(w)与努力供给曲线w*(a)相交

于A,B 两点,其中A 是稳定均衡点,B 是不稳定均衡点。一旦发生外生扰动,
经济体既可能向低工资、高失业的均衡点A 收敛,也可能向低失业、工资持续上

涨的区域发散(B 点右上方)。在A,B 对应的就业率区间范围内,就业体制转

换曲线T 与劳动需求曲线和努力供给曲线都没有交点,因此就业体制始终是工

资导向型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工资议价能力、提高失业津贴以及增加自主

性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均衡工资水平并降低均衡失业率。
但图5并非唯一可能的情形。在图6中,劳动需求曲线a*(w)先向右上方

倾斜,与体制转换曲线T 相交后开始向右下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需求

曲线先后表现出两种就业体制的特征。当就业率低于aT 时,就业体制是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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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工资导向型就业体制下的均衡工资率和就业率

图6 不同就业体制下的均衡工资率和失业率

导向的,提高工资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同时增加就业。当就业率高于aT 时,就

业体制是利润导向的,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增强工资议价能力来增加总需求的

政策反而会减少就业,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提高工资和降低失业之间的权衡

取舍。

(三)
 

对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评价

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将有效需求原理引入劳动榨取函数,同时考察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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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上涨对需求的促进作用和对利润的挤压效应,通过区分工资导向型和利润导

向型就业体制对均衡失业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进行了新的解释。它是将效率工

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

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接近充分就业的繁荣状态向高失业的萧条状态转变的

原因。但受制于自身研究范式的局限,除了像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那样将

工资刚性导致的失业错误理解为非自愿性失业之外,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还

存在两方面明显缺陷。

其一,利润挤压机制缺乏说服力。利润挤压学说是激进主义学者为解释战

后资本主义利润率的周期性波动而提出的,强调阶级力量的变化在经济周期中

的作用(Boddy
 

and
 

Crotty,1975)。就业率高低是阶级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高
就业率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团结,进而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力量的增

强又抬高了工资,侵蚀了利润。然而,利润挤压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

上都遭受了很多批评(Weeks,1979;
 

鲁保林,2013)。利润挤压是工资导向型就

业体制向利润导向型就业体制转换的关键机制,但该转换机制的存在只是源于

模型本身的特殊设定。在方程(14)中,a 本来表示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再找到

工作的概率,这个概率不仅正向取决于就业率,还正向取决于在业工人的离职

率。就业率提高会提升失业工人再找到工作的概率,但如果离职率非常低,a
的概率就没有理由随就业率的提高而迅速增加,甚至达到接近100%的水平。

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重要缺陷就在于直接设定了就业率与a 相等,完全忽

略了离职率的影响,因此才能够得出随着就业率提高,a 接近1进而使工资急剧

上升并严重侵蚀利润的结论。一旦a 不再发生急剧变动,利润挤压机制就无法

继续存在,就业体制由工资导向向利润导向转变也就失去了理论依据。

其二,完全忽略了监督的作用。为了使利润挤压机制能够有效运作,激进

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在设定劳动榨取函数时只考虑了工资的激励作用,却没有引

入监督的惩罚作用。与Shapiro和Stiglitz的效率工资模型类似,在激进主义劳

动纪律模型中所有在业工人都付出令企业和工会满意的努力程度,解雇事实上

是不存在的,工人离职仅取决于模型无法解释的外生因素。但是,在一个强调

阶级冲突的模型中忽略监督的作用显然是不合理的。正是由于阶级冲突的存

在,企业的监督和激励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在努力程度无法被观测的

情况下,工资的激励作用无法完全替代监督的惩罚作用。企业对劳动过程进行

的人为监督和技术监督,在激励机制外形成了约束工人行为的强制手段。只要

存在监督,失业成本降低时工人努力程度显著下降的假设就不合理,利润挤压

机制也就很难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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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

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尝试将有效需求原理引入劳动榨取函数,为向右上

方倾斜的劳动需求曲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激进主义学者没有将有效需求

原理贯彻到底,随着就业率上升,工资上涨的需求促进效应逐渐被利润挤压效

应所取代,劳动需求曲线又呈现出向右下方倾斜的新古典特征。鉴于利润挤压

理论存在明显缺陷,卡莱斯基主义学者认为应当始终依据有效需求原理来构建

劳动纪律模型,拉沃率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Lavoie,1992,2022)。然而,拉沃

的模型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没有为劳动榨取函数提供微观基础;二是没有区分

劳动强度和劳动技术,致使该模型很难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

接轨。在本部分我们从卡莱斯基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能够与新古典主

义和激进主义对话的劳动纪律模型。

(一)
 

劳动榨取函数的微观基础

卡莱斯基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明确区分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

(Kalecki,1971;Nikiforos,2017)。直接劳动是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直接相关的

劳动,属于生产过程中的可变要素,随产量增加而增加。间接劳动是对直接劳

动进行领导、监督、管理的劳动,通常由生产规模或全产能产出水平决定,不随

实际产量变化而变动,属于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要素。这种对劳动类型的划分构

成了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逻辑起点。

假定企业是生产单一产品的垂直整合巨型公司,企业雇佣直接劳动者进行

产品生产,雇佣间接劳动者对直接劳动者进行监督。间接劳动者的个体努力程

度不可被观测,但与企业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监督劳动的总努力程度是既定的,

用E 表示。只要存在足够的监督劳动,直接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就是完全可观测

并可写入劳动合同的,任何在职的直接劳动者都必须付出令企业能够接受的社

会平均努力程度ev。此外,直接劳动者的努力程度还受到公平观念的影响,如

果直接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的工资差距过大,直接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将集中爆

发,罢工、怠工、渎职、旷工等非生产性活动会明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

维持平均努力程度所需要的监督劳动也将明显增加。因此,对企业而言,直接

劳动者的努力程度由间接劳动者监督,不存在不确定性,但间接劳动者的努力

程度无法被观测,雇主必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

间接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取决于失业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wc 可以表示为

wc =wf -[awf + 1-a  b]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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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不同的是,我们将工人失业后再找到工作的概率

a 设定为与就业率j正相关的函数,而没有令二者直接相等。在间接劳动者就

业人数确定的情况下,a 实际上仅取决于直接劳动者的就业率。此外,我们还

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直接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都只能在各自的劳动力市

场寻找工作,直接劳动者得到的工资支付是wv,间接劳动者得到的工资支付是

wf。直接劳动者的工资由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议价决定,间接劳动者的工资由雇

主决定。于是,间接劳动者失业后再就业的预期工资仍然是wf。间接劳动者付

出的努力程度ef 与失业的经济损失wc 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用方程(15)表示。

图7展示了间接劳动者的努力程度ef 与失业损失wc 之间的关系,函数

ef(wc)的形状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劳动榨取函数的形状相同,但经济含

义存在明显差别。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劳动榨取函数适用于所有劳动者,而
图7中的劳动榨取函数仅适用于间接劳动者。在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

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劳动榨取策略是存在区别的。对于间接劳动者,雇
主根据单位努力成本最小化的原则选择最优的工资支付。一旦间接劳动者根据

最优工资支付决定其努力程度,在监督劳动总量以及每个工人工作时间既定的情

况下,间接劳动者的雇佣人数也就确定了。这些固定数量的间接劳动者通过自己

的监督劳动确保了正常情况下每个直接劳动者都付出令雇主满意的努力程度ev。

图7 间接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与失业损失之间的关系

(二)
 

均衡失业率的存在性及稳定性

假定间接劳动者提供的努力程度为ef
0,监督劳动总量为E,间接劳动者的

就业人数Lf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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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E/ef
0 (35)

  在间接劳动者雇佣数量和生产设备给定的情况下,企业通常存在过剩产

能,产能利用率和直接劳动者数量随实际产出而变化。令q 为实际产出,qfc 为

全产能产出,sv 为单位直接劳动强度的劳动生产率,sf 为单位间接劳动强度的

劳动生产率,yv=evsv 为每个直接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yf=efsf 为每个间接

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企业雇佣的总就业人数可以表示为

L=Lf +Lv (36)

Lv =q/yv (37)

Lf =qfc/yf (38)

将方程(36)和(38)代入(37),实际产出就可以表示为

q= L-(qfc/efsf)  yv (39)

  当存在过剩产能时,实际产出取决于有效需求,令t表示实际自主性支出

(包括企业自主性投资、政府自主性支出、失业津贴支出等),T=pt表示名义自

主性支出,p 为价格水平,有效需求可以表示为

D=wfLf +wvLv +pt (40)

产品市场均衡时有

D=Y=pq (41)

将方程(39)和(40)代入(41)并整理,可得到直接劳动需求函数

wv/p=yv -[wf/p  Lf +t]/(L-Lf) (42)

  为简化起见,将劳动总供给单位化为1,L 也就表示就业率。方程(42)对L
求导可以发现,当直接劳动者人均可提供的利润大于因就业率上升而增加的间

接成本时,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直接劳动者人均可提供的利润

小于因就业率上升而增加的间接成本时,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由

于间接劳动者的工资是就业率的递增凸函数,当就业率较低时,直接劳动需求

曲线必定向右上方倾斜,当就业率较高时,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图8展示了卡莱斯基主义直接劳动需求曲线。该曲线与横轴的交点并非

原点,而是在原点的右侧。令方程(42)等于0求得L=
wfLf

p
+t  /yv+Lf。

如果直接劳动者工资为0,要实现产品市场均衡,除了必须雇佣的间接劳动外,

自主性支出和间接成本支出依然需要通过雇佣部分直接劳动者来实现,这些劳

动者占劳动供给的比例就是就业率a0。在自主性支出和间接成本支出实现以

后,直接劳动者工资越高,就业率就越高,在就业率未达到a*之前,工资与就业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始终存在。就业率超过a* 之后,维持既定间接劳动强度所

需要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这时如果继续增加就业就必然面临提升直接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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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均衡失业率和直接劳动者的工资率

工资还是间接劳动者工资的权衡取舍。可以发现,就业率未达到a*之前,直接

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利益是一致的,提高直接劳动者的工资不仅增加了就业,

还促进了间接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当就业率超过a* 之后,直接劳动者和间接

劳动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要提高直接劳动者的工资必须降低就业率和间接劳动

者的工资,而要提高间接劳动者的工资必须降低直接劳动者的工资并提高就业

率。值得注意的是,在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中,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

割,由于直接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是既定的,我们不再需要劳动强度供给曲线来

确定均衡点,直接劳动需求曲线上的任何点都是均衡点。当外生扰动因素使经

济体偏离直接劳动需求曲线时,根据卡莱斯基主义经济学中的产出调整机制,

我们在图8中用箭头画出了产出和就业调整的方向。很明显,均衡失业率是稳

定的。

这个简单的模型能够同时刻画三种不同类型的失业。首先,假定直接劳动

者的工资为
wv

p  1,均衡失业率为1-a1。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劳动者工资下降

不仅不会降低失业率,反而会因为总需求下降而推高失业率。增加自主性支出

或提高直接劳动者的工资能够有效降低失业率。增加自主性支出会使直接劳

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提高直接劳动者工资会使均衡点沿着直接劳动需求曲线

向右上方移动,二者都能显著降低失业率。这种类型的失业被称为“凯恩斯失

业”,其 原 因 在 于 有 效 需 求 不 足,在 资 本 主 义 总 失 业 中 占 相 当 大 的 比 重

(Malinvaud,1998)。值得注意的是,在图8中,即便在全产能生产状态下,仍存

在(1-afc)水平的失业率。卡莱斯基指出,失业是维持劳动纪律的重要手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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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会自发抵制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这就使直接劳动需求曲线不能持续

无限制地向右移动。不同于凯恩斯提出的长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在卡

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中,“凯恩斯失业”在长期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无法彻

底解决失业问题。

其次,在间接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努力程度不可被观测,工资充当了激

励的主要手段,于是存在高工资导致的失业。但正如我们在评价新古典劳动纪

律模型时所指出的,这种类型的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而是自愿性失业。在

图9中,假定为维持ef
0 的间接努力程度,雇主支付的工资为

wf

p  1,此时对间

接劳动的需求Lf 由总监督劳动E 和努力程度ef
0 决定,不取决于工资率,而间

接劳动供给水平为L*。L* 与Lf 之间没有工作的工人是自愿选择失业的。

因为在既定工资水平下雇主选择的劳动努力程度ef
0 已经是间接劳动者所能

接受的极限,在这个努力水平下劳动者不会主动降低工资以寻求就业机会。劳

动者自愿选择失业状态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一段时间后会有离职的工人,由于

劳动者是同质的,他们有机会填补离职工人的工作岗位。此外,间接劳动者的

工资和就业数量最终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的暂时性增加会提高直

接劳动者的就业率,就业率提高增强了间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而提高了其

工资水平。有效需求的持久性增加将促使企业追加新投资以扩大产能,产能扩

张直接增加了对间接劳动者的需求并提高了其工资水平。因此,在卡莱斯基主

义劳动纪律模型中,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工资及就业数量都是由有效需求总

量决定的。

图9 间接劳动力市场的自愿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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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假定对应于工资
wv

p  1 的均衡就业率为a2。这种情况下的工资 就

业组合位于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由于直接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

努力程度的选择问题,失业工人通过自愿降低工资报价有望得到就业机会,这
种类型的失业才是工资过高导致的“古典非自愿性失业”。不过,从长期来看,

这种失业的存在并不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图8显示,a2,
 wv

p  1  点是经由直

接劳动需求曲线的最高点继续向右移动才达到的。对在业的直接劳动者来说,
工资结束之前持续上涨的状态转为下降趋势,明显是他们利益受损的标志。更

严重的是,就业率从a*提高到a2 意味着间接劳动者的工资急剧上涨,直接劳

动者和间接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直接劳动者的不满情绪迅速积累并蔓

延,罢工、怠工、渎职、旷工等非生产性活动逐渐增多,这就意味着资本家需要额

外雇佣更多的间接劳动者来维持劳动纪律。但此时间接劳动成本飙升,资本家

增加对间接劳动的需求无疑会进一步抬升间接劳动成本,侵蚀企业利润。面对

这种情况,资本家有更好的选择。可以看到,就业率a1 和a2 对应的工资是相

同的,资本家的利润(取决于自主性投资)也是相同的,就业率提高带来的收益

主要由间接劳动者获得。资本家通过降低对间接劳动者的工资支付能够使就

业率回落到a1 的水平,这一就业水平伴随着更高的失业率,对于资本家维持劳

动纪律是有利的,同时又不会对资本家的利润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古典非自

愿性失业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无法构成资本主义长期失业的主要来源。

(三)
 

对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评价

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引入劳动榨取函数,始
终遵循有效需求原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阐明了均衡失业的存在性和稳定

性,并探讨了凯恩斯失业、古典自愿性失业和古典非自愿性失业各自存在的条

件及意义,克服了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逻辑缺陷,进一步发

展了劳动纪律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确区分了监督劳动和直接生产劳

动,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能够清晰地展示监督技术和生产技术进步对失

业的影响。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生产过程中的监控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日

益普及的背景下,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技术性失业的原因以及社会整体的就

业结构问题。假定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不变(自动化程度没有提升),只
是监控技术得到了改良,这就意味着方程(39)中sf 的值提高了,在全产能产出

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雇佣的间接劳动数量减少了。间接劳动数量的减少不仅使

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还使直接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降低,因此,单纯的

监控技术进步同时造成了直接生产部门和间接生产部门的技术性失业,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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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体就业率。不过,更平缓的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监

督技术进步对就业率造成的负向影响效果。假定监控技术不变,直接生产过程

中的技术得到改良(自动化程度提升),这就意味着方程(42)中yv 的值提高了,

yv 的提高既使直接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又增加了直接劳动需求曲线的斜

率,在既定的工资水平下,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必定会降低直接生产部

门和社会总体的就业率。很明显,数字技术进步会造成技术性失业,而且对直

接生产部门造成的负面冲击比对间接生产部门更大。为了降低数字技术进步

对社会整体就业的负面影响,政府一方面应当提高直接劳动者的工资,另一方

面应当积极扩大自主性支出来增加就业。

尽管已经克服了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内在缺陷,但这个

简单的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自主性投资在模型

中是外生的,这就使我们很难探索自主性投资波动的原因以及自主性投资与就

业和经济周期之间的互动关系。未来的研究应当将投资函数和利润率函数纳

入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以便更全面地揭示出有效需求、资本积累和就

业率波动之间的复杂动态规律。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从1985年鲍尔斯奠定劳动纪律模型的基本框架以来,不同经济学流派

的学者围绕这一模型进行了广泛的拓展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劳动过程和

均衡失业理论的认识。作为劳动纪律模型的理论基础,刻画工资与劳动强度关

系的劳动榨取函数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稳健性。以劳动榨取函数为主线,新古

典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卡莱斯基主义学者分别提出了构建闭合模型的不

同思路。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对均衡失业的解释严重依赖劳动需求曲线

向右下方倾斜的假设,但劳动需求曲线形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确定性明显削

弱了该模型对均衡失业的解释力。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构建了倒 U形劳动

需求曲线,并据此将就业体制划分为工资导向和利润导向的两种类型,但推动

就业体制转换的利润挤压机制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异常苛刻的假定条件,在现

实中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条件能够自动得到满足。在借鉴上述两种劳动纪律模

型的基础上,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将监督劳动和有效需求同时引入劳动

榨取函数,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阐明了凯恩斯失业、古典自愿性失业和古典非

自愿性失业各自存在的条件及意义。不过,囿于自主性支出的外生假定,卡莱

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仍有待进一步扩展完善。

劳动纪律模型提出40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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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质量、极大地便利生产和生活的同时,也使失业尤其是技术性失业

成了全球范围内挥之不去的社会和经济难题。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近十年

间,美国和欧盟的平均失业率都高于1990—2009年的水平。2024年全球平均

失业率更是高达5%,创下了自1991年来的最高记录。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

行,我国近年的失业率也逐渐高企,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尽管

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失业压力依然较大,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

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

业促进机制”,2024年9月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更是强调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优先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当前内需不振、外需疲软、技术

迭代、预期偏弱的大背景下,面对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古典失业和凯恩斯

失业相互叠加的难题,能够解释各类失业问题的劳动纪律模型展现出了深刻的

理论洞察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不同于只关注劳动力市场刚性的新古典主义

劳动纪律模型和只关注政府支出的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面对当前各类失业

叠加导致的复杂失业问题,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失业问

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对于激励工资导致的失业,其突出特征是从业者因劳动强度过大引起的就

业机会减少,新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认为应该通过削弱工会力量、降低失业

津贴等方法加以应对。但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分析表明,这类失业产

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位工资对应的劳动强度被提高到工人所容忍的极限,超过

这一界限工人将自愿选择失业。因此,相应的治理之道一方面应当及时、准确

地发布就业信息,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完善劳动法律、法规有效降低劳动强度,整
治用人单位之间的“内卷”现象,同时严格规定工作时间,在既定工作日内限制

劳动强度的过分提高。

对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其突出特征是消费、投资不足引起的就业

增速放缓,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认为提高工资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螺旋”,因

而主要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法加以应对。但卡莱斯基主义劳动纪律模型的

分析表明,考虑到雇主对劳动纪律和企业利润的理性决策,提高工资造成的古

典失业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由于政府支出在扩大就业方面存在滞后性

问题,且容易引发财政赤字,因此,相应的治理之道应当以提高各类劳动者的最

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为主,辅之以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实现有效需求的增加。

对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其突出特征是机器对现有工作岗位的替代,新
古典主义劳动纪律模型和激进主义劳动纪律模型都没有提及,卡莱斯基主义劳

动纪律模型表明,需要根据技术进步的类型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自动化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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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机器替代人工的方式影响直接劳动者,数字化监控等监督

技术进步同时降低了对直接劳动者和间接劳动者的需求,相应的治理之道一方

面应当加强职业技能再培训,帮助失业者匹配高技能岗位需求,另一方面应当

实施增加基建、教育投资等公共支出和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工人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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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 HAO
 

Yu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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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economy
 

has
 

faced
 

increasingly
 

severe
 

risks
 

of
 

recession,
 

with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and
 

persistently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Unemployment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concern
 

for
 

governments
 

and
 

scholars
 

worldwid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nsity
 

of
 

labor
 

for
 

those
 

employed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despite
 

the
 

lack
 

of
 

significant
 

wage
 

growth,
 

many
 

positions
 

remain
 

highly
 

competitive.
 

In
 

the
 

context
 

of
 

overlapping
 

types
 

of
 

unemployment,
 

the
 

efficiency
 

wage
 

theory,
 

which
 

focuses
 

on
 

wage
 

rigidity,
 

struggle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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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for
 

the
 

persistent
 

unemployment
 

problem.
 

In
 

contrast,
 

the
 

labor
 

discipline
 

mod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bor
 

process,
 

offers
 

a
 

more
 

complet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the
 

labor
 

discipline
 

model
 

for
 

the
 

first
 

time,
 

traces
 

its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summarizes
 

a
 

labor
 

extraction
 

function
 

that
 

can
 

characterize
 

general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t
 

also
 

presents
 

the
 

basic
 

logic
 

of
 

mode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oclassical,
 

radical,
 

and
 

Kaleckian
 

schools.
 

The
 

Kaleckian
 

labor
 

discipline
 

model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unemployment
 

and
 

offers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complex
 

unemployment
 

issues
 

of
 

today.
 

It
 

holds
 

the
 

potential
 

to
 

lead
 

the
 

way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labor
 

discipline
 

models.
Keywords:

  

efficiency
 

wages;labor
 

intensity;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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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